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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朱玉鑫１，２，姚顺波１，２，∗

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为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程度，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期的陕西省 １０７ 个县（区）数据，利用单位

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均 ＧＤＰ 构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 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环境经济

协调度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研究表明：（１）从时间上看，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整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
空间上看，大部分县（区）已处于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状态，并形成了陕北地区优于陕南地区，陕南地区优于关中地区的空间格

局。 （２）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效果比较明显。 （３）退耕还林工程、城镇

化水平、产业结构、降水量是提升协调度指数的关键因素，气温则是制约协调度发展的约束要素。 未来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

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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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１］，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及资源耗竭的关系是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２］。 协调度是研究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旨在定量反映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即二者目前是处于失调状态还是协调状态，然后根据协调度的变

化趋势及时采取调控措施，从而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３⁃４］。
近年来，对环境与经济协调关系的探讨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从已有成果来看，国内

外学者对环境与经济协调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方面，学者们认为环

境与经济存在着有机联系，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应该相互适应，相互促进［１，５］；二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方面，国内外学者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综合指标评价法［６］、能值分析法［７］、生态足迹法［８］、系统动力学

模型法［９］、时空变化规律法［１０］等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将土地利用变化引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

研究中，重点探讨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１１⁃１２］，而国内学者侧重于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信息、城镇化

等多角度出发［１３⁃１４］，选择单个系统［１５］或多个系统［１６］，测度、分析其协调性并进行相应评价；三是环境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应用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点，故需要综合考虑生态

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地理学等众多学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１７］。
以上研究均为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研究内容看，已有研究

多侧重于对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状况进行空间探索性分析，聚焦于二者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特征和运用空间计量

模型进行驱动因素分析的文章尚不多见。 从研究区域看，主要涉及全国、区域、省域、城市群、市及流域，以县

域为单位进行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还比较单薄，因而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本文以陕西

省 １０７ 个县（区）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生态系统服务和

功能具有重要影响［１８］，且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价值变化是区域生态环境变

化的综合化与定量化结果［１９⁃２０］，故本文以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Ｖ）表征

不同区域间生态环境状况［２１］，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表征经济发展水平［２２］，通
过构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２３］，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结合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和 ＬＩＳＡ 集聚图分析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的

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客观评价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性问题，寻求二者的协调发展之路，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战

略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同类地区的环境、经济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１　 数据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西北部，介于 １０５°２９′—１１１°１５′Ｅ 和 ３１°４２′—３９°３５′Ｎ 之间，整体呈南北狭长状，南北长

约 ８８０ ｋｍ，东西宽 ２００—５００ ｋｍ，总面积 ２０．５８×１０６ ｈｍ２（图 １）。 将陕西省作为研究区域原因有三：从地理环境

角度来看，陕西省位于西北内陆腹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主要由陕北高原、关中平原以及陕南秦巴山区三部

分构成，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整体上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７—１６ ℃，年平均降水量 ５６６．４ ｍｍ，南
北差异分明；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陕西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大省，２０１８ 年末国内生产总值达 ２５７９３．１７ 亿元，城
镇化率达 ５９．４％，经济发展迅速，但也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特征；从生态建设角度来看，陕西生态环境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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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土流失严重，是退耕还林工程的重点实施与推进省份，截止 ２０１８ 年，陕西省累计退耕还林工程投资

３０４．０４６８亿元，完成退耕造林面积 ２６８．９１３３×１０４ ｈｍ２。

图 １　 陕西省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２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协调度指数能反映不同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

度以及协调程度，本文以单位面积 ＥＳＶ 表征不同区域

间生态环境状况［２１］，以人均 ＧＤＰ 表征不同区域间经济

发展水平［２２］，借鉴已有成果［１３，２３］，计算陕西省各县

（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并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

量。 另外，根据相关研究选取城镇化水平、年底总人口、
产业结构作为影响协调度指数的社会经济因素［２４⁃２５］，
选取降水、气温作为影响协调度指数的自然因素［２６］。
陕西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初始生态资源禀赋以及退耕

还林工程的实施也影响着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

选取滞后 １ 期的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作为初始生态资源禀赋的替代

变量，选取退耕还林工程财政支出作为退耕还林工程替

代变量。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陕西省 １０７ 个县（区），研究时

段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共 ４ 个时段。 土地利用

类型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分辨率为 ３０ ｍ×３０ ｍ；气温、降
水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 ｓｉｔ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５ 中的克里金插值法

（Ｋｒｉｇｉｎｇ）进行空间差值处理得到各县（区）平均气温、
年均降水量的栅格数据；ＮＤＶＩ 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

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借助 ＥＮＶＩ 软件采用最大

值合成法（ＭＶＣ）将年度最大 ＮＤＶＩ 用于作为当年的 ＮＤＶＩ 值，分辨率为 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自

《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区域》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各变量的具体设计方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变量代号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ｄｅ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ａｍｅ

变量说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被解释变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ＸＴＤ 协调度 利用协调度模型计算 ０．５４１９ ０．１３３４

解释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 退耕还林工程

财政支出
利用退耕还林工程每年新增认定面积
和补偿标准计算财政支出金额 ／ 亿元

０．１６１１ ０．２０３４

Ｕｒｂａｎ 城镇化水平 建设用地面积 ／ 总面积 ／ ％ １０．０６７０ １８．２１００

Ｐｏｐ 人口规模 年底总人口 ／ 万人 ３４．６７２１ ２１．７５８３

ＩＳ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比重 ／ ％ ４３．０５８５ １８．１０９１

Ｐｒｅ 年均降水量 数据提取 ／ ｃｍ ６７．９６４０ ２４．１６３７

Ｔｅｍ 年均气温 数据提取 ／ ℃ １１．９９９９ １．９３３０

ＮＤＶＩ＿１ 初始资源禀赋 滞后 １ 期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０．７８２６ ０．１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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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Ｓ）是指人类为了生存或提高生活质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生态

系统中获得的效益［２７⁃２８］，其价值的定量评估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２９］。 本文采用谢高地等［３０］改进的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方法测算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１）１ 个标准单位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确定

１ 个标准单位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相当于当年陕西省平均粮食单产经济价值的 １ ／ ７［３１］，计算公式为：

Ｃ ＝ １
７

× Ｐ × Ｑ （１）

式中， Ｃ 为 １ 个标准单位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元 ／ ｈｍ２）； Ｐ 为陕西省粮食平均价格（元 ／ ｋｇ）； Ｑ 为陕西省粮

食单位面积产量（ｋｇ ／ ｈｍ２）。 依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１９９１—２０１６）》和《陕西省统计年鉴（１９９１—
２０１６）》可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小麦、玉米和稻谷 ３ 种粮食作物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０．８８５７ 元 ／ ｋｇ、
１．２５９０元 ／ ｋｇ、１． ９８２７ 元 ／ ｋｇ、 ２． ０２０７ 元 ／ ｋｇ，单位面积产量分别为 ２８４９． ９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３１９５． ５６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３６８６．７４００ ｋｇ ／ ｈｍ２、３９９１．４８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为消除物价波动对价值变化的干扰，本研究引入陕西省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将各年份粮食均价数据调整至 ２０１５ 年的价格水平［３２］，计算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 １ 个标

准单位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分别为 ５２４．８５３０、７８３．０６４７、１１９９．２９４９、１１５２．２０８５ 元 ／ ｈｍ２。
（２）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 ＥＳＶ 系数的修正

根据陕西省实际的土地利用类型特征，修正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３０］改进的“中国陆地生

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表”，以及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２７］ 在研究中设置的建设用地单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计
算出各年份陕西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 ＥＳＶ（表 ２），计算公式为：

Ｃｋ ＝ 当量 × Ｃ ，ｋ＝ １，２，…，６ （２）

式中， Ｃｋ 为单位面积上土地利用类型 ｋ 的 ＥＳＶ（元 ／ ｈｍ２）； Ｃ 为 １ 个标准单位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元 ／ ｈｍ２）；
当量 数据参考谢高地等研究成果的表 １［３０］； ｋ 为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和建设

用地 ６ 种，前 ５ 种分别对应当量表中的农田、森林、草地、水域和荒漠［３０］。

表 ２　 陕西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 （元 ／ 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Ｖ）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Ｙｅａｒ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 ２０７３．１６９３ ９７６９．２６３４ ８１６６．７１２３ ６５９２６．７８２３ ０ ３４１．１５４４

２００５ ３０９３．１０５６ １４５７５．４４４３ １２１８４．４８６８ ９８３６０．７５７３ ０ ５０８．９９２１

２０１０ ４７３７．２１４９ ２２３２２．８７５９ １８６６１．０２８８ １５０６４３．４３３５ ０ ７７９．５４１７

２０１５ ４５５１．２２３４ ２１４４６．４４０２ １７９２８．３６３７ １４４７２８．９０４８ ０ ７４８．９３５５

（３）ＥＳＶ 的计算

陕西省 ＥＳＶ 计算公式为：

ＥＳＶ ＝ ∑
６

ｋ ＝ １
Ａｋ × Ｃｋ 　 　 ｋ＝ １，２，…，６ （３）

式中， ＥＳＶ 为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元）； Ａｋ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ｋ 的面积（ｈｍ２）； Ｃｋ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ｋ 的

单位面积 ＥＳＶ（元 ／ ｈｍ２）； ｋ 为土地利用类型。
１．３．２　 协调度指数计算

协调度指数不仅能反映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相互影响的强弱，还能反映二者间的协调程度。 借鉴已有研

究，本文构建了 ＥＳＶ 和 ＧＤＰ 的协调度指数，并划分了不同的协调度等级［１３］（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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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对协调度指数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法［１３，２５］ 分别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５ 年的单位面积 ＥＳＶ 和人均 ＧＤＰ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ＰＥＳＶ＝
ＰＥＳＶ０－ＰＥＳＶｍｉｎ

ＰＥＳＶｍａｘ－ＰＥＳＶｍｉｎ
（４）

ＰＧＤＰ ＝
ＰＧＤＰ ０ － ＰＧＤＰｍｉｎ

ＰＧＤＰｍａｘ － ＰＧＤＰｍｉｎ
（５）

式中， ＰＥＳＶ 、 ＰＧＤＰ 分别表示单位面积 ＥＳＶ、人均 ＧＤＰ 标准化后的数值； ＰＥＳＶ０、 ＰＧＤＰ ０ 分别表示单位面积

ＥＳＶ、人均 ＧＤＰ 的原始值； ＰＥＳＶｍａｘ 、 ＰＧＤＰｍａｘ 分别表示单位面积 ＥＳＶ、人均 ＧＤＰ 的最大值； ＰＥＳＶｍｉｎ 、
ＰＧＤＰｍｉｎ 分别表示单位面积 ＥＳＶ、人均 ＧＤＰ 的最小值。

（２）协调度指数计算

Ｄ ＝ Ｃ × Ｔ （６）

Ｃ ＝ ＰＥＳＶ × ＰＧＤＰ
ＰＥＳＶ ＋ ＰＧＤＰ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７）

Ｔ ＝ αＰＥＳＶ ＋ βＰＧＤＰ （８）
式中， Ｄ 为协调度， Ｄ∈［０，１］ ， Ｄ 越大，表明该地区 ＥＳＶ 和 ＧＤＰ 的协调性越好； Ｃ 为耦合度； Ｔ 为综合指数；
ＰＥＳＶ 表示单位面积 ＥＳＶ； ＰＧＤＰ 表示人均 ＧＤＰ； α、β 分别为单位面积 ＥＳＶ 和人均 ＧＤＰ 的待定权数，由于经

济发展以环境质量为前提，而环境质量又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５］，故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同等重要，取
α ＝β ＝ ０．５。

表 ３　 经济发展与环境状况协调度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等级
Ｌｅｖｅｌ

重度失调
Ｈｉｇｈ 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中度失调
Ｍｉｄ 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基本协调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度协调
Ｍｉ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高度协调
Ｈｉｇｈ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 （０，０．２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０．６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０．８０００］ （０．８０００，１］

１．３．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衡量和检验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的空间依赖程度和空间差异程度，本文分别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Ａ）进行计算［３３⁃３４］，计算公

式为：

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Ｄｉ － 􀭺Ｄ( ) （Ｄ ｊ － 􀭺Ｄ）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９）

Ｉｉ ＝
Ｄｉ － 􀭺Ｄ(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Ｄｉ － 􀭺Ｄ( )

Ｓ２ （１０）

式中， Ｉ为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反映研究区整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 Ｉｉ 为局部Ｍｏｒａｎ′ｓ Ｉ，反映地区 ｉ与其邻

近地区 ｊ 之间协调度指数空间差异程度及其显著性。 Ｄｉ 、 Ｄ ｊ 分别表示第 ｉ 、 ｊ 地区的协调度指数，􀭺Ｄ 为平均值，

ｎ 表示研究区样本总数，方差 Ｓ２ ＝ １
ｎ ∑ ｎ

ｉ ＝ １
Ｄｉ － 􀭺Ｄ( )

２
， ｗ ｉｊ 表示行标准化的基于距离函数建立的空间权重矩

阵，∑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 １。

采用标准化统计量 Ｚ 对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和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进行显著性检验，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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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 １ － Ｅ（ Ｉ）
ＶＡＲ（ Ｉ）

（１１）

式中， Ｅ（ Ｉ） 为 Ｉ 的均值， ＶＡＲ（ Ｉ） 为 Ｉ 的方差。 Ｚ 值显著为正，表明协调度指数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Ｚ 值显著

为负，表明存在空间负相关性； Ｚ 值为零，表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若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则协

调度指数可形成高高集聚（ＨＨ）、低低集聚（ＬＬ）、高低集聚（ＨＬ）和低高集聚（ＬＨ）四种集聚形式。
１．３．４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与普通计量模型的区别在于是否引入了空间效应，前者充分考虑了面板数据存在的区域差

异性和截面维度的区域依赖性，主要包括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ＤＭ）、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ＡＲ）以及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Ｍ） ［３５］。
Ｙｉｔ ＝ ρＷＹｉｔ ＋ αＸ ｉｔ ＋ λＷ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２）
εｉｔ ＝ θＷεｉｔ ＋ φｉｔ （１３）

式中， Ｙｉｔ 为空间计量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表示 ｉ县（区） ｔ年的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 Ｘ ｉｔ 为解释变量；Ｗ为基

于距离函数建立的空间权重矩阵， ＷＹｉｔ 、 ＷＸ ｉｔ 、 Ｗεｉｔ 分别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与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随机误

差项的交乘项；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α 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 λ 为空间溢出系数； 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φｉｔ 为正

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θ为随机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ｉ为县（区）， ｔ为年份。 当 ρ ＝ ０ 而 θ≠０ 时，式（１２）
为 ＳＥＭ 模型；当 λ ＝ ０ 而 ρ ≠ ０ 时，式（１２）为 ＳＡＲ 模型；当 θ ＝ ０、ρ ≠ ０ 且 λ ≠ ０ 时，式（１２）为 ＳＤＭ 模型。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环境经济协调度的时间变化特征

运用协调度指数计算公式得到陕西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４ 个时段的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陕西省、陕北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陕南地区 ２０００ 年的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为 ０．５５７２、０．５７６８、
０．５３９３和 ０．５７４１，２０１０ 年调整为 ０．５４３９、０．６３６０、０．５０８２ 和 ０．５３０７，２０１５ 年下降为 ０．５２６４、０．５８９９、０．５００５ 和

０．５１９６。 从地区差异角度看，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环境经济协调度变化趋势与陕西省相同，呈现缓慢下降趋

势，而陕北地区环境经济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单位面积 ＥＳＶ 和人均 ＧＤＰ 有所增长，但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大于 ＥＳＶ，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ＥＳＶ 没有大幅度提升，影响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２０１５ 年单

位面积 ＥＳＶ 轻微下降，人均 ＧＤＰ 依旧增长，协调度指数呈现负增长趋势。

表 ４　 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单位面积 ＥＳＶ ／ （万元 ／ ｈｍ２）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ＥＳＶ

人均 ＧＤＰ ／ （万元 ／ 人）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ＤＰ

协调度指数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陕西省　 ０．６１０８ ０．９２２８ １．４２３７ １．３６２４ ０．４２００ ０．９７０１ ２．５４２５ ４．３４７８ ０．５５７２ ０．５４００ ０．５４３９ ０．５２６４

陕北地区 ０．６２６６ ０．９５４４ １．４９６８ １．４３２６ ０．４０４５ １．４８１１ ４．１０５６ ５．４２３４ ０．５７６８ ０．６１４３ ０．６３６０ ０．５８９９

关中地区 ０．５１５１ ０．７９２４ １．１８９２ １．１３４３ ０．５０３９ ０．９５７６ ２．４４４８ ４．５９２８ ０．５３９３ ０．５１０１ ０．５０８２ ０．５００５

陕南地区 ０．７８１１ １．１４５８ １．８１０７ １．７３９７ ０．２７２０ ０．５３７９ １．３３５５ ２．９１５２ ０．５７４１ ０．５３１４ ０．５３０７ ０．５１９６

２．２　 环境经济协调度的空间变化特征

参考江孝君等［１３］协调度等级划分方式，将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划分为 ５ 种类别，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软件绘制陕西省各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图 ２），并对不同协调度等级的县（区）数量进行统

计（表 ５）。
从不同协调度等级县（区）数量统计情况来看（表 ５），２０００ 年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处于失调状态的县

（区）有 ４ 个，处于协调状态的县（区）有 １０３ 个，其中 ３ 个县（区）为高度协调。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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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失调状态和协调状态的县（区）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但高度协调状态的县（区）数量上升。 ２０１５ 年仍有

２ 个县（区）处于重度失调状态，中度失调的县（区）数量上升为 １２ 个，处于基本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状

态的县（区）共有 ９３ 个，比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１０ 个，可能的原因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ＥＳＶ 没有得到最大的提升，使得一些县（区）的协调度有所下降。

表 ５　 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等级及县（区）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等级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数量 ／ 个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所占比重
Ｒａｔｉｏ ／ ％

数量 ／ 个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所占比重
Ｒａｔｉｏ ／ ％

数量 ／ 个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所占比重
Ｒａｔｉｏ ／ ％

数量 ／ 个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所占比重
Ｒａｔｉｏ ／ ％

重度失调
Ｈｉｇｈ 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２ １．８６９２ ２ １．８６９２ ２ １．８６９２ ２ １．８６９２

中度失调
Ｍｉｄ 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２ １．８６９２ ４ ３．７３８３ ４ ３．７３８３ １２ １１．２１５０

基本协调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７０ ６５．４２０６ ７９ ７３．８３１８ ７８ ７２．８９７２ ６８ ６３．５５１４

中度协调
Ｍｉ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０ ２８．０３７４ １８ １６．８２２４ １９ １７．７５７０ ２１ １９．６２６２

高度协调
Ｈｉｇｈ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２．８０３７ ４ ３．７３８３ ４ ３．７３８３ ４ ３．７３８３

从空间分布上看（图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除神木县、府谷县、志丹县、渭滨区、未央区属于高度协调以及杨

陵区、莲湖区属于重度失调外，陕西省大部分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度呈现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状态，表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这些县（区）ＧＤＰ 增加的同时，ＥＳＶ 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２０１５ 年与前 ３ 个时段相比，不同协

调度等级的空间集聚性更加明显。 具体来看，处于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的县（区）主要分布在陕北地区，这些

县（区）面积共 ６．４３７０×１０６ｈｍ２，占陕西省总面积的 ３１．４４５３％；处于重度失调和中度失调的县（区）主要分布在

关中地区，县（区）面积共 １．６２８２×１０６ｈｍ２，所占比重为 ７．９５３７％，而陕南地区以基本协调状态的县（区）居多，
县（区）面积共 １２．４０５４×１０６ｈｍ２，所占比重为 ６０．６０１０％，表明陕北地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度好于陕南地区，陕南

地区好于关中地区。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各县（区）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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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环境经济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分析

２．３．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软件计算分析陕西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４ 期的环境经济协调度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表 ６），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协调度指数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别为 ０．２４２８、０．３４６０、０．４３０１ 和 ０．３３６５；Ｚ
得分别为 ３．８６０１、５．４０２９、６．７０８９ 和 ５．１９０２；Ｐ 值均为 ０。 表明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性，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环境经济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表 ６　 陕西省各县（区）协调度指数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２４２８ ０．３４６０ ０．４３０１ ０．３３６５

Ｚ ３．８６０１ ５．４０２９ ６．７０８９ ５．１９０２

Ｐ ０ ０ ０ ０

２．３．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软件得到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 ＬＩＳＡ 分布图（图 ３），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将协调度

划分为 ４ 种类型：（１）高高集聚型（ＨＨ）：区域自身与邻域协调度均较高；（２）低低集聚型（ＬＬ）：区域自身与邻

域协调度均较低；（３）高低集聚型（ＨＬ）：区域自身协调度较高，邻域较低；（４）低高集聚型（ＬＨ）：区域自身协

调度较低，邻域较高。 由图 ３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陕北地区高、
关中地区低的分布格局。 具体表现为：

（１）高高集聚区：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的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陕北榆林市的府谷县、神木县以及延安

市的吴起县、志丹县、安塞县、甘泉县和富县。 陕北作为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

仅改善了生态环境，提升了陕西省 ＥＳＶ，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区域合作日益完善，劳动力、资金、技术

等要素流动频繁，县区间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核心县（区）和周边县（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提升。
（２）低低集聚区：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的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咸阳市的永寿县、乾县、武功县、礼泉

县、兴平市，渭南市的蒲城县，西安市的莲湖区、雁塔区、周至县以及宝鸡市的扶风县。 这些县（区）位于关中

平原，经济发展活跃，人类活动频繁，随着城镇化扩张，人类用地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造成生态资源的占用与

破坏，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流失，不利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从而与周边协调度县（区）集聚分布形成低低

集聚区。
（３）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的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的县（区）数量较少，

分布比较零散。 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低低集聚区的周围，包括宝鸡市的眉县和西安市的未央区、灞桥区、雁
塔区、长安区，这些县（区）位于城市的核心区，极易吸收周边县（区）的资源要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边县

（区）的协调性发展。 而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高高集聚区的周围，包括宝鸡市的千阳县、陈仓区和延安市的

富县，这些县（区）的协调度指数与邻域县（区）存在差异，形成了中心低四周高的空间集聚形态。
２．４　 环境经济协调度驱动因素分析

２．４．１　 空间关系检验与模型选择

由表 ６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环境经济协调度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正（０．２４２８—０．４３０１），且在 １％的显著性

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环境经济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成因。
关于采用何种模型，本文参照如下原则进行筛选［３５］：（１）依据豪斯曼检验判断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

应模型，结合 Ｅｌｈｏｒｓｔ［３６］指出的研究时段较短时空间面板模型选择随机效应是相对有效的，故本文选择随机效

应模型；（２）依据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 选择解释力较高的模型，ＡＩＣ 的值越低，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越高；（３）依据

Ｌｏｇ Ｌ、Ｒ２、Ｓｉｇｍａ２统计量的大小判断不同模型拟合度的高低，Ｌｏｇ Ｌ、Ｒ２统计值越大，Ｓｉｇｍａ２统计值越小，说明模

型的拟合程度越高。 参照以上流程和筛选方法，本文最终选择 ＳＤＭ 模型的随机效应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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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协调度的 ＬＩＳＡ 集聚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ＬＩＳ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择距离倒数的平方作为空间权重。
２．４．２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 计量软件利用 ＳＤＭ 模型进行环境经济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分析，并建立了 ＯＬＳ 模型作

为 ＳＤＭ 模型的参照（表 ７）。

表 ７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ＯＬＳ 模型 Ｍｏｄｅｌ（２）：ＳＤＭ 模型 Ｍｏｄｅｌ（３）：ＳＤＭ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误差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总效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７９７∗∗∗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００６∗

Ｕｒｂａｎ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１４０∗∗

Ｐｏ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５∗∗

Ｉ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４
Ｔｅｍ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０３６
Ｐｒｅ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３∗

ＮＤＶＩ＿１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５３８
Ｗ×Ｉｎｖｅｓｔ＿３ －０．１６０３∗∗∗ ０．０４０６
Ｗ×Ｕｒｂａｎ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Ｗ×Ｕｒｂａｎ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５６
Ｗ×Ｐｏ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９
Ｗ×Ｉ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７
Ｗ×Ｔｅｍ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２２１
Ｗ×Ｐｒｅ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Ｗ×ＮＤＶＩ＿１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８５６
＿ｃｏｎｓ ０．７０２４∗∗∗ ０．０４６３ ０．３４９４ ０．１９０３
ρ（ｒｈｏ） ０．２４７１∗∗ ０．１０３０
Ｓｉｇｍａ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９
Ｒ２ ０．４７５７ ０．６３４２
Ｌｏｇ Ｌ ５４１．９６８３

　 　 ∗∗∗、∗∗、∗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Ｉｎｖｅｓｔ＿３ 表示滞后 ３ 期的退耕还林工程财政支出，是退耕还林工程的替代变量，模

型结果显示财政支出滞后 ３ 期为最佳滞后期，此时退耕还林工程对环境经济协调度的边际贡献最大；ＮＤＶＩ＿１ 表示滞后 １ 期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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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中，空间自相关系数 ρ 的估计值为 ０．２４７１，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本县（区）环境经济

协调度的提升对邻近县（区）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也再次证明了环境经济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变量系数看，如模型（２），除人口规模和初始资源禀赋外，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退耕还林工程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边际贡献为 ０．０８２５，即在其他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退耕还林工程财政支出平均增加 １ 亿元，可以使协调度指数增加 ０．０８２５ 个单位。 可以看出，退
耕还林工程对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水平的一次项系数为 ０．００９２，二次项系数

为－０．０００１，城镇化水平与环境经济协调度间呈“倒 Ｕ 型”关系，即城镇化水平对环境经济协调关系产生积极

作用，超过阈值 ４６％之后城镇化水平对协调关系会产生抑制作用。 而 ＯＬＳ 模型中阈值为 ３０．５％，与 ＳＤＭ 模型

相比，环境经济协调度更早的进入拐点。 产业结构对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有

助于改善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关系。 气温对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气温平均上升 １ 个单位，该县（区）环
境经济协调度平均下将 ０．０３０９ 个单位。 降水对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回归结果看，区域降水量越

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好。
利用 ＳＤＭ 模型将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模型（３）。 直接效应反映各解释变

量对本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度的平均影响，间接效应反映各解释变量对邻近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度的平均

影响。 直接效应中各变量回归系数与 ＳＤＭ 模型各变量回归系数具有一致性。 间接效应中退耕还林工程财政

支出系数为负，退耕还林工程财政支出每增加 １ 个单位，邻近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下降 ０．１８０３ 个单

位，表明财政支出增加对相邻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抑制作用。 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县（区）具有显著

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２９ 和 ０．０００２，表明城镇化水平提高对相邻县（区）环境

经济协调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当跨越拐点 ５７．２５％后城镇化发展对其产生正向影响。 人口规模间接效应系数

为负，且通过了 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口规模平均增加 １ 个单位，邻近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平

均下降 ０．００２１ 个单位。 气温、降水对本县（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产生直接影响，但不存在空间

溢出效应。

３　 讨论

３．１　 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本文采用谢高地等［３０］改进的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方法评估陕西省 ＥＳＶ。 相对替代市场技术、模拟市

场技术等评估技术而言，该方法操作简便，评估全面，适用于区域、国家、全球尺度 ＥＳＶ 的评估［３７］。 近年来关

于陕西及陕北地区较多研究［３８⁃４０］均借助该方法核算 ＥＳＶ，因此运用该方法对陕西省的 ＥＳＶ 进行核算方法合

理，但是该方法并未将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分类完全对应在一起，使得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 ＥＳＶ
系数的取值只是近似值［４１⁃４２］。 而且受到数据限制，本文没能使用不同县（区）粮食作物单位面积净利润来近

似替代 １ 个标准单位 ＥＳＶ 当量因子的价值，只是引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修正了单位面积 ＥＳＶ 系数。 因此在

今后研究中应探求更精准的 ＥＳＶ 估算方法和收集更详细的指标数据，以提升 ＥＳＶ 计算的精确度，确保 ＥＳＶ
数据的可靠性。
３．２　 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计算方法选择

目前关于协调度指数的计算方法有很多［１，１３，１６］，本文借鉴已有研究［１３，１６］，分别以单位面积 ＥＳＶ 和人均

ＧＤＰ 表征不同区域间生态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２１⁃２２］，构建了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 一方面，经济、环境

系统的内涵远比当前指标所能反映的更为丰富，本文受数据限制，尚难对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做出全面刻画；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计算方法获得的协调度指数有差异，难以说明哪种计算方式最优，未来应通过对相关参

数进行更加精细和符合现实发展规律的设置，来不断优化协调度指数。
３．３　 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演变规律

通过对陕西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分析表明：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呈现负

０４３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增长趋势，可能的原因是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率大于 ＥＳＶ，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ＥＳＶ 没有大幅度提升，影响了环

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陕北地区，可能的原因是退耕还林工程的实

施有效改善了陕北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同时当地的 ＥＳＶ 也得到了极大发挥，协调度指数上升，由于协调度

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周边县（区）协调度的提升。 而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关中

地区，关中地区作为生产和生活聚集区，经济发展活跃，城镇化的扩张使得一部分生态资源被占用，造成 ＥＳＶ
流失［４０］，影响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３．４　 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演变动因

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受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陕西作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点实施与

推进省份，工程的实施对本县（区）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相邻县（区）具有抑制作用。 这是因为

退耕还林工程财政资金有限，加大对本县（区）的投资力度必然减少对相邻县（区）投入，进而影响了邻近县

（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城镇化水平与环境经济协调度间呈“倒 Ｕ 型”关系，超过阈值 ４６％之

后城镇化水平对协调关系会产生抑制作用。 而 ＯＬＳ 模型中阈值为 ３０．５％，与 ＳＤＭ 模型相比，环境经济协调度

更早的进入拐点，表明空间效应的加入使得城镇化水平对环境经济协调度的负向影响更加持久。 产业结构对

环境经济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有助于提高经济收入，缩小城乡差距［４３］。 随着产业

结构的优化与成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程度也得以提升。 气温对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

因为气温升高会加速西北干旱区土地沙漠化进程［４４］，导致具有较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林地、草地和水域面

积退化，进而影响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降水作为反映生态适宜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的影响机理比较复杂［２６］，但从本文的回归结果看，区域降水量越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好。

４　 结论

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

素，结果表明：
（１）从时间上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数呈现负增长趋势；从空间上看，大部分县

（区）环境经济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状态，并呈现出陕北地区优于陕南地区，陕南地区优于关中地

区的空间格局。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环境经济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高高集

聚区主要分布在 ＧＤＰ 高且 ＥＳＶ 也比较高的陕北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 ＧＤＰ 较高而 ＥＳＶ 较低的关中

地区，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县（区）分布比较零散。
（３）不同驱动因素对环境经济协调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增加降水

量有利于提升环境经济协调度，气温则成为制约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约束要素。 未来应根据各地情况实施差

异化的发展战略，以促进陕西省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魏伟， 石培基， 魏晓旭， 周俊菊， 颉斌斌． 中国陆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变．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８）： ２６３６⁃２６４８．
［ ２ ］ 　 吴玉鸣， 张燕．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资源科学， ２００８， ３０（１）： ２５⁃３０．
［ ３ ］ 　 Ｚｈａｎｇ Ｋ Ｍ， Ｗｅｎ Ｚ 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８８（４）： １２４９⁃１２６１．
［ ４ ］ 　 李名升， 李治， 佟连军． 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及其地区差异分析． 经济地理， ２００９， ２９（１０）： １６３４⁃１６３９．
［ ５ ］ 　 马丽， 金凤君， 刘毅．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２， ６７（１０）： １２９９⁃１３０７．
［ ６ ］ 　 顾康康， 刘景双， 陈昕， 彭小黎． 矿业城市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３（５）： ８４１⁃８４８．
［ ７ ］ 　 刘浩， 王青， 李秀娟， 宋阳， 李广军． 辽宁省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８， １９（３）： ６２７⁃６３３．
［ ８ ］ 　 陈涛， 徐瑶． 生态足迹法在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定量评价中的应用． 土壤通报， ２００６， ３７（１）： ６５⁃６７．
［ ９ ］ 　 张宝安， 张雪花， 张宏伟． 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分析整合方法的区域发展协调性研究． 生态经济， ２００７， （１０）： ５０⁃５３， １０２⁃１０２．
［１０］ 　 王振波， 方创琳， 王婧． １９９１ 年以来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评价及其空间演化模式．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１， ６６（１２）：

１４３３　 ９ 期 　 　 　 朱玉鑫　 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６５７⁃１６６８．
［１１］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Ｃ， Ａｎｔｕｎｅｓ Ｃ 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１， ３６（５）：

２８５６⁃２８６６．
［１２］ 　 Ｓｔｅｒｎ Ｄ 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Ｍ Ｓ，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Ｅ 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９６， ２４（７）： １１５１⁃１１６０．
［１３］ 　 江孝君， 杨青山， 耿清格， 王小艳， 刘鉴．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９， ２８（３）： ４９３⁃５０４．
［１４］ 　 郭俊华， 许佳瑜．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测度与对策研究———以陕西为例．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４７（４）： ３２⁃３９．
［１５］ 　 汪克亮， 史利娟， 刘蕾， 杜宇， 孟祥瑞， 杨宝臣．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驱动因素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

２７（３）： ４５３⁃４６２．
［１６］ 　 姜磊， 柏玲， 吴玉鸣． 中国省域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分析———兼论三系统耦合公式及其扩展形式．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２（５）：

７８８⁃７９９．
［１７］ 　 高群． 国外生态—经济系统整合模型研究进展．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３， １８（３）： ３７５⁃３８４．
［１８］ 　 Ｐｏｒｔｅｒ Ｊ 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１２６２⁃１２６８．
［１９］ 　 苏飞， 张平宇．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以大庆市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９， ２８（３）： ４７１⁃４７７．
［２０］ 　 史培军， 张淑英， 潘耀忠， 王静爱， 洪世奇， 沈培平， 朱文泉， 叶涛． 生态资产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 （２）： １３１⁃１３７．
［２１］ 　 李真， 潘竟虎， 胡艳兴． 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和生态⁃经济协调度时空变化格局．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２（１）： ６４⁃７５．
［２２］ 　 赵鸿雁， 陈英， 杨洁， 裴婷婷． 基于改进当量的甘肃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研究． 干旱区地理， ２０１８，

４１（４）： ８５１⁃８５８．
［２３］ 　 乔富伟， 白永平， 周鹏， 李祥云， 汪凡．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７， ３１

（４）： ４１⁃４６．
［２４］ 　 周亮， 车磊， 孙东琪．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９， ３９（６）： ９７⁃１０７．
［２５］ 　 邹伟进， 李旭洋， 王向东． 基于耦合理论的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１６（２）： ８８⁃９５．
［２６］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４， ６９（２）： １９９⁃２１２．
［２７］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Ｄ′Ａｒｇｅ Ｒ，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Ｆａｒｂｅｒ Ｓ， Ｇｒａｓｓｏ Ｍ， Ｈａｎｎｏｎ Ｂ， Ｌｉｍｂｕｒｇ Ｋ， Ｎａｅｅｍ Ｓ， Ｏ′Ｎｅｉｌｌ Ｒ Ｖ， Ｐａｒｕｅｌｏ Ｊ， Ｒａｓｋｉｎ Ｒ Ｇ， Ｓｕｔｔｏｎ Ｐ，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ｌｔ Ｍ．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７， ３８７（６６３０）： ２５３⁃２６０．
［２８］ 　 娄佩卿， 付波霖， 林星辰， 闭璐， 马瑞雪， 唐廷元． 基于 ＧＥＥ 的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环境科

学， ２０１９， ４０（１２）： ５４７３⁃５４８３．
［２９］ 　 汪东川， 孙志超， 孙然好， 陈俊合， 张威， 张仙， 王潇．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动态演变．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１９， ２８（７）：

１２８５⁃１２９６．
［３０］ 　 谢高地， 张彩霞， 张雷明， 陈文辉， 李士美． 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改进．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０（８）：

１２４３⁃１２５４．
［３１］ 　 陈彧， 李江风， 徐佳． 基于 ＧＷＲ 的湖北省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 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１５， ２９（６）： ８９⁃９６．
［３２］ 　 王航， 秦奋，朱筠， 张传才． 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演变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４）： １２８６⁃１２９６．
［３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Ｄ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ｙ Ｌ． Ａｎｓｅｌ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８９， ６５（２）： １６０⁃１６２．
［３４］ 　 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９５， ２７（２）： ９３⁃１１５．
［３５］ 　 杨明海， 张红霞， 孙亚男， 李倩倩．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３５

（４）： ３⁃１９．
［３６］ 　 Ｅｌｈｏｒｓｔ Ｊ 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１４（１）： ５⁃２８．
［３７］ 　 王小莉， 高振斌， 苏婧， 陈志凡， 郑明霞， 孙源媛， 纪丹凤．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比较与案例分析．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２０１８，

８（２）： ２１２⁃２２０．
［３８］ 　 邓元杰， 侯孟阳， 谢怡凡， 高晴， 姚顺波， 龚直文， 鲁亚楠， 贾磊， 李园园．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陕北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的

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１８）： ６５９７⁃６６１２．
［３９］ 　 耿甜伟， 陈海， 张行， 史琴琴， 刘迪． 基于 ＧＷＲ 的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５

（７）： １７１４⁃１７２７．
［４０］ 　 丁振民， 姚顺波． 陕西省耕地转移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９， ４１（６）： １０７０⁃１０８１．
［４１］ 　 吴健生， 黄乔，曹祺文．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划定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１１）： ３７５６⁃３７６５．
［４２］ 　 Ｌｉｍｂｕｒｇ Ｋ Ｅ， Ｏ′Ｎｅｉｌｌ Ｒ Ｖ，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Ｆａｒｂｅｒ 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１（３）： ４０９⁃４２０．
［４３］ 　 璩路路， 刘彦随， 周扬， 李裕瑞． 罗霄山区生态用地时空演变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响应———以井冈山为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

（１０）： ３４６８⁃３４８１．
［４４］ 　 任朝霞， 杨达源． 近 ５０ａ 西北干旱区气候变化趋势及对荒漠化的影响．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８， ２２（４）： ９１⁃９５．

２４３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